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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力量：跨国企业家的文化资本与制度调整的机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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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跨国企业家已成为中国快速融入全球经贸网络

的重要力量。本研究聚焦于义乌的跨国企业家群体，探讨他们如何利用

文化资本在商业成功、政治认可和制度发展等方面发挥作用。通过对三

位具有代表性跨国企业家的深入分析，研究发现，这些企业家的文化资本，

特别是教育和跨文化技能，有助于其在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间的转化，

进而影响当地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此研究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

新视角，强调了在全球化时代跨国企业家在制度创新中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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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culture: the mechanisms between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cultur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adjustments 

to local governance

Tianlong YOU   Zhaozhe LIANG 

ABSTRACT

During the reform era,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became a pivotal force 

in rapidly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network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 class in Yiwu, China, 

exploring how they leverage cultural capital for business success, political 

recognition, and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By meticulously unpacking the oral 

histories of three such entrepreneurs, our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ir cultural 

capital, particularly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nd proficiency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s as a catalyst in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other forms 

of capital, such a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his, in turn, exert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local politico-economic systems. This 

study offers fresh insight into China's trajectory toward modernization by 

highlighting the role 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s play in driv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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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并融入全球经贸网络，而众多的

跨国企业家（transnational entrepreneur）则成为这一历史转折的重要推动

者和参与者。他们不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交流往来，并且为我国带来了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

经营模式。随着中国在入世后逐渐引领全球化浪潮，越来越多的外国企

业家来到中国探寻商机，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走出国门驰骋商海，

其中不少人的经贸活动牵涉多国。

但针对这一群体的现有文献目前还是更多是关注在西方发达国家，

尤其是在传统移居国经商的企业家群体的英文研究（Dabić et al，2020；

Drori et al，2009）。虽然这些研究对来自中国的跨国企业家着墨颇多，

但却相对忽视了随着中国崛起而前往非传统移居国创业经商的中国商人。

而在中文研究中，虽然出海的中国企业家所在的国家更加多元，但这个

群体在中国学界整体受到关注较少，且更多集中于华侨华人研究和海外

民族志研究等少数领域（林胜等，2017；任娜、刘宏，2019）。而且，

已有文献中出海中国企业家研究和赴华外国企业家研究相互独立、对话

较少，未能将两者有效联系以综合分析他们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

的影响（陈宇鹏，2018；牛冬，2015；王炳钰、卢燕璇，2021；许涛，

2011）。

在对国内外企业家创业经商研究的文献中，绝大多数研究采用了商

业管理学创业研究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侧重企业家们的个人品质、经营

策略、管理思路等要素，更多是缺少普适性的个案分析。这些研究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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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家的创业经营活动缺少更加深入的、更具有社会科学洞察力的研

究探讨，也过于聚焦于他们在移居国的创业经营活动，对他们与祖籍国

除侨汇之外的经济往来、对他们在祖籍国与移居国之间跨国经贸活动缺

少足够的学术关切，因而未能全面审视这个群体对祖籍国政治、经济、

社会等方面的影响。且大多数现有研究集中在市场经济、法治环境相对

成熟的发达国家，政策与市场环境更多是这些研究中相对静态的背景。

但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各方面制度都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跨国企

业家是如何克服旧制度的制约、如何推动新制度的建立，则一直有待探索。

基于以上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关切，本研究以义乌为场域分析跨国企

业家群体对当地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

场”的义乌，不仅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缩影，也是中外跨国企

业家的重要舞台。但在对义乌现有的相关研究中，对于义乌如何利用外

商实现自身的发展和升级其实着墨不多。现有文献一方面过于突出各级

政府和关键主官的作用，相对淡化了市场主体——企业家——尤其是跨

国企业家的才能，以及他们对当地市场经济发展的参与、帮助乃至引领，

因而进一步忽略了政府和商界通过互动、协商等一系列方式推动相关制

度建设的过程（刘成斌，2014；甄志宏等，2016）。另一方面，虽然义

乌的外国企业家群体得到了学界的较多关注，但却更多将其视为社会治

理对象，研究这个群体的融入、适应、互动和对他们的管理，很大程度

上剥离了他们最基本的“企业家”属性，对他们如何在义乌和境外经商

实践缺少充分了解（吕红艳、郭定平，2019；许涛，2018；吴瑞君等，

2022）。而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义乌本地企业家、来义乌经商

的外地企业家中的许多人也有着国内外经商创业的丰富经验，不乏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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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籍别国但依旧在义乌的舞台上发挥影响力的海外华商，但这个群体在

学界却鲜有人问津，未能对他们丰富的生命历程进行学理性的梳理分析。

因此，对义乌中外企业家的进一步分析也能深化我们对改革开放时期市

场经济建设的历程和机制的认识，以及对何为“中国式现代化”有更丰

富的理解。

本研究在众多受访企业家中选取了三个极具代表性的个案，结合义

乌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背景，以口述史的方式完整地掌握了他们的

生命历程，并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出发，结合他们同时嵌入

多国跨文化场域中的具体创业经营实践，深入分析他们如何利用文化资

本实现事业成功，得到政治身份，并进一步推动义乌的营商环境等制度

层面的发展。通过这三位在义跨国企业家的个案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

从微观视角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历程。

二、文献综述

（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家

作为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跨国企业家”这一群体吸引了许多社会

科学家的关注（Portes et al，2002；Kuchi，2005）。所谓的“跨国企业

家”，是指那些运用自己的创意、信息、实践和人脉，不停地在物理与

虚拟空间中穿梭于多国之间，寻求企业发展机遇的行动者（Drori et al，

2009）。

在这个由跨国商业活动所编织的场域中，跨国企业家们必须同时与

原籍国、移居国乃至第三国同时保持密切的商业往来（游天龙、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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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了解和适应各国包括政治体制、经济结构、

文化实践等在内的各种制度，克服了这些可能对其跨国商业活动产生制

约的制度性障碍，并最终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

形成自己独特的经营策略，利用跨国贸易的信息差优势实现了企业的发

展（Vertovec，2004；Yeung，2002）。

因为跨国企业家面临的制度性制约更多、更大、更具有挑战性，所

以他们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个人能动性，从自身或集体的理念和利益

出发，尝试去调整、转变、乃至创造规章、制度和程序，打造更有利的

营商环境（Déjean et al，2004；Drori et al，2009）。而相比于从发达国

家来到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家，从发展中国家来到发达国家、或在发

展中国家之间流动的跨国企业家所掌握的各类资本较为有限。不仅他们

的原籍国极可能存在较为明显的政治、经济制度缺陷，而他们在移居国

也难享受对企业利好的制度环境（Anderson & Ronteau，2017；Riddle，

2008）。因此，这类跨国企业家往往会尝试改进其商业版图所涉及国家

的相关制度。

虽然已有文献不乏有关跨国企业家推动制度调整的描述性案例，但

却甚少有研究将制度调整的结果与跨国企业家所掌握的各类资本相关联，

对其具体的运作机制语焉不详。跨国企业家更像是制度调整背景下的客

体，两者关系依旧置于黑箱之中。而中国研究的文献则突出跨国企业家

在其他国家的作为，他们对中国的制度贡献则被大大淡化。

（二）跨国企业家的文化资本

已有大量研究分析了跨国企业家在推动企业发展和制度建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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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动用的各类资源，比如象征资本、物质资源、专业知识、社会地位和

家庭关系（Davidsson & Honig，2003），而跨国企业家所掌握的“文化”

也日渐为研究者所关注（Dana et al，2020；Paul & Shrivatava，2016；

Urbano et al，2011）。已有研究指出，拥抱了世界主义文化观的跨国企

业家，不论其主动还是被动，他们在原籍国和移居国所占据的社会地位

都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独特的文化优势（Nicolopoulou et al，2016）。这不

仅提升了他们在商业谈判中的主导权，还能使其能更好地识别、把握和

利用商业机遇，最终在各个方面重塑了跨国企业家们的经营行为和日常

生活（Chand & Ghorbani，2011；Foreman-Peck & Zhou，2013）。

但已有对“文化”的研究更多地将其视为可供跨国企业家选择的一

些相对静态的、固定的文化编码和行为模式，而非一种可扩展、可修改

的、且可以将其规则适用于全新情景的能力。某种程度上来说，已有研

究中的“文化”更多是自上而下地将其理解为跨国企业家所处的社会情

境和制度的组成部分，或者如诺斯（1992）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非正式

制度，会极大地影响跨国企业家的行为、态度和价值理念。但在全球化

时代，不同国家、情境和制度环境下的文化边界早就因为跨国企业家们

的商业实践变得模糊和流动，因此需要更多地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以

经商实践为导向来分析他们如何将其掌握的文化资源与复杂而动态的企

业经营行为相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文化资源是如何通过跨国企业家

的经营行为影响和改变了当地营商环境（Drori & Lerner，2002；Pütz，

2003）。

而跨国资本家所掌握的文化资源，包括教育、知识、才智、技术、

思维和其他可以进行跨国境转移和转化的文化体验，在某些情况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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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育履历等方式制度化，成为一种跨国文化资本（Bagwell，2015；

Lloyd，2019；Ren & Liu，2018）。 已 有 的 研 究 指 出（Drori et al，

2009），这种独特的资本不仅如布迪厄所指出的那样可以在特定条件下

转化为经济资本等其他类型的资本，还提供了单纯依靠经济资本也无法

获得的一些商业机遇，让跨国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设定议题、影响潮流、

主导舆论乃至重塑文化和社会规范。

而文化资本也是跨国企业家用于制度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跨国企

业家所具备的知识、技能和教育让他们可以识别并利用现有的制度结构

推动改变，在主张制度调整的时候更具有可信度和权威性，且能更清楚

地向其他人阐述自己的愿景并赢得其他人的支持。即使某些跨国企业家

没有有意识地推动改变，他们日常的跨国经营活动本身就会影响乃至冲

击既有制度的规范和价值体系，并为既有制度带来新的行事和思考的方

式，为最终的改变积累势能（Baltar & Icart，2013；Upadhya，2004）。

但这一类研究过于突出了文化资本对跨国企业家的作用，忽视了他

们同时动用多类资本实现商业目的的现实。这种割裂也导致了现有文献

未能深入探讨文化资本与其他类型资本转化的机制，以及多种资本同时

运用的具体情况。因而，当论及跨国企业家制度贡献的时候，现有研究

就面临捉襟见肘的窘境。

（三）实践理论视域下的跨国企业家研究

一直以来，商业管理研究就被批评过于理论化、抽象化、碎片化，

且和具体的创业经营现实存在很大的距离。商业管理一般被视为个体层

面或组织层面的现象，相关研究也因此集中于个体层面的行为、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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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和思考（Sarason et al，2010；Welter & Gartner， 2016），或是组

织层面的战略、风险、导向和管理（Golsorkhi et al，2010；Nicolini，

2011；Raelin，2016），但却忽视了创业经营者从事的具体工作，比如

发现机遇、创造价值等等。因此，受到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启发，越来越

多的商业管理研究者开始将关注点从企业家本人转移到企业家的日常行

为本身（Claire et al，2020；Watson，2013）。因为实践理论将企业家的

日常行为与他们所互动的社会结构相联系，所以该理论很自然地被用于

跨国企业家研究，让研究者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审视他们的创业经营活

动（Drori et al，2009）。

（四）构建“文化资本—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

根据已有文献，商业实践并不限于经商活动本身，而指的是由多个

创业实践者采用的、且深植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一整套意义创造、身份

塑造、秩序生成的行为（Thompson et al，2020）。基于实践理论这一行

动导向的分析视角，本研究将创业经营的商业“实践”视为一个受到“惯

习”和“场域”这两个互补的概念所塑造的过程（Terjesen & Elam，

2009），并结合文化资本理论构建了一个用以分析跨国企业家推动制度

调整的分析模型。

现有研究认为，“惯习”是跨国企业家在并行嵌入多国社会情境中

所体现的“个体与集体的经验、观念，和为其行为提供参考的规范”，

反映了他们接受、传播和改进制度的能力；“场域”则被定义为两个乃

至多个宏观环境所构成的、存在潜在观念和现实冲突的、面临跨国企业

家改造乃至挑战的一整套制度架构，由市场环境、文化习俗、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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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网络、权力关系等多个子系统构成（Terjesen & Elam，2009）。本

研究进一步指出，跨国企业家的惯习需要通过他们对多种资本综合运用

而落到具体的商业实践，从而在跨国性场域中对现有制度进行调整，并

逐渐汇聚变革的力量。

而基于我们的调研发现，因为制度调整本身的专业性门槛较高，所

以跨国企业家所具备的制度调整能力本质上受到他们文化资本的多寡所

影响。他们先是利用文化资本发现商业机遇，实现个人经济成就，从而

转化为较高的经济资本；再结合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得到各级政府的

政治认可，获得一定政治资本；再综合运用三类资本，参与政策讨论和

制度设计，实现制度层面有利于其企业发展的调整。

图 1  跨国企业家文化资本与制度调整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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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社会学的口述史方法

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经历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变迁，而改革开放和

中国市场经济的萌发无疑是其中最波澜壮阔的一章，是一次“决定当代

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习近平，2018）。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

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极大地

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深刻改变了十几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

为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澎湃的发展

动力和丰厚的物质基础。①

但相比于这一段壮阔历史的伟大意义，社会科学界对于改革开放时

代市场经济萌发的研究则相对薄弱，且很快陷入碎片化境地。改革开放

早期，不少国内外学者试图从中国成功转型的经验中总结规律，提出“市

场转型论”（Nee & Matthews，1996）、“地方发展型政府”（Bateman，

2017）、“县域竞争”（张五常，2017）、“国家资本主义”（Naughton 

& Tsai，2015）等解释；之后的学者则更加专注具体行业，比如Tsai（2004）

和 Shih（2008）对金融业的分析等。而在学术界之外，也有许多改革开

放政策亲历者的自传和传记面世，各地总结的官方叙事也屡见不鲜，一

些成功企业也出版了不少自己公司的发展史。但遗憾的是，这些林林总

总的解释中有相当一部分拘泥于自上而下的分析视角，只见树木不见林，

①参见《故事，从大讨论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历程》，2018，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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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了微观层面数量庞大的市场参与个体对改革开放的贡献。而关注特

定产业的部分研究的解释缺少足够的普遍性。而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段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动能来源不一，也让早期的理论很快失去了足够的

解释力。而琳琅满目的各种史料，虽然极其珍贵，但更像是改革开放时

代的英雄谱，远不能反映这一巨大社会变迁的全貌。

而针对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这一主题的口述史则可以将曾经被

忽视的跨国企业家——也即是普通的市场经济参与者——以叙事主体的

身份带回我们的视野，使得已有的宏大叙事得到了具体经验的具体补充

（周晓虹，2021a；周晓虹，2021b）。而通过观察跨国企业家们如何在

讲述中表述自我、唤起记忆和展演他们的生活史，作者可以有效地将口

述史作为一种理解个体与集体、主体性与结构之间关系的重要分析工具，

从他们的个体经验、宏大历史和当下情境的对话中去理解他们（周海燕，

2021）。而因为他们个体的生命史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他们的叙事必

然牵涉他人、关系和权力，我们可以通过口述史的方法在他们所呈现出

的集体记忆中找到对这个群体和他们行为有说服力的分析框架，最终还

原他们在跨国经营活动中所身处的社会结构以及所表征的国家与社会的

时代意向（胡洁，2022；刘亚秋，2021）。更重要的是，通过口述史的

方法，以及对改革开放时期开拓市场经济的企业家们个人叙事的分析，

我们会在学术上对中国崛起和民族复兴有更丰富、更深刻的认识，重构

其当下的价值与意义，获知当代中国的丰富想象，让个体经验进入“大

写的历史”（胡洁，2021；周海燕，2021）。

（https://www.gov.cn/xinwen/2018-11/16/content_534120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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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受访者回答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我们自 2021 年开始多次访

谈三人，每次时间均超过两小时（王瑞芳，2021）。我们还应邀随同他们

出入商会培训、政商活动、社交活动、纠纷调解等不同场合，通过参与式

观察的方式了解他们在社交活动中如何运用他们的跨国文化资本。因为关

系的深入，我们也得到了受访者更多的信任，在非正式交流中获悉了他们

对各类事务更真实的看法。因为三位受访者在义乌商界都颇有声望，也让

我们有机会从社区机构、监管部门等渠道侧面了解他们的具体商业实践。

（二）实践理论视域下的个案研究法

企业经营活动是一种复杂、多元的过程性社会现象，而这一现象又

与企业家本人的行为高度相关，因此质性方法中的个案分析法被认为

是这一领域最合适的研究方法（Davidsson，2004；Yin，1994）。而且

个案研究法也天然地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契合，因为后者不仅是理论

也是方法，可以有效地在不同案例中发现彼此的异同之处，从而发现

个体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不同分析层面上的各个要素之间

的关系（Bourdieu，1998；Chia & Holt，2008）。本文作者将过程追

踪法与一致性分析法相结合，从已有的 35 个跨国企业家访谈素材中筛

选出理想案例（陈超、游宇，2022）。过程追踪法的优势在于通过对

机制的探索揭示因果关系的存在，而一般性分析法的优势在于能帮助

研究者在不同解释之间进行甄别，因此将两个方法结合能有效提升个

案研究内部效度。

通过两种方法相结合，“个案研究不仅能够提供深描式的叙述，还

可以展开逻辑严谨的论证，从而为理论的积累与发展提供可能”（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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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宇，2022）。本文作者借助口述历史的方法采集跨国企业家的完整的

创业经营历程，实现“深描式的叙述”；再通过设定相对严格的案例筛

选标准，实现“对关键部分的对比”（陈超、游宇，2022）。因此，根

据跨国企业家的定义，我们排除了国际旅行次数不多、跨国业务占比不

高、与制度环境关联不深、在国外居住时间不长的受访者，再将标准设

为自营企业的主要创始人或联合创始人。而为了检验文化资本对跨国经

营活动的影响，我们特别关注那些在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受教育水平远超

其祖籍国和移居国平均水平的跨国企业家。而为了体现义乌在商贸领域

所具备的跨地域包容性，我们最后筛选出的三位跨国企业家中一位为拥

有外国永居身份的义乌本地商人A、一位为留学归国的中国外地商人B、

一位为来华留学后赴华创业的中东外籍商人 C。

四、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包含了个人基于其文化背景和生活阅历所积累的知识、行

为和技能，企业家以此形成对消费者行为、市场趋势和社会价值的独特

见解，有助于在复杂的商业世界中发现商业机遇，与关键的利益相关者

建立关系和信任，制订与目标受众的文化秉性相一致的经营策略，从而

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稳脚跟。三位受访者均在八九十年代接受

大学教育，其中两位还是留学生，这在当时的中国非常难得。据第五次

人口普查数据，2000 年我国每百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尚不足 5 人。

这意味着三位跨国企业家在学识、视野上均远超同时代其他人，具备极

高的文化资本，有能力在商业活动中将其转化为经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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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现创业契机

文化资本，尤其是语言资本，有助于跨国企业家发现创业的契机。

语言能力被视为文化资本的一种形式，它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

一种权力与社会控制的载体。有效地、有说服力地运用某种语言，能极

大的影响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权力，有助于语言使用者获得职业上和事

业上的尊重，使其跨越或维系其社会等级并取得经济上的成就。

对三位受访者来说，语言都对他们的跨国经商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帮

助。A 在九十年代初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后下海经商。1997

年他偶然了帮助一位因语言不通而和宾馆前台发生争执的叙利亚商人，

意外地赢得了对方的信任并成为了他的翻译。这位叙利亚商人当时给一

位在沙特教育部工作的王室成员服务，在采购结束后邀请 A 前往沙特创

业，使 A 成为义乌最早出海闯荡的那一批跨国企业家的一员。他很自然

地认为语言优势为他赢得创业契机：

那个叙利亚老头……有语言障碍，他觉得在义乌需要一个义乌

本地的人，他就向他老板，在沙特阿拉伯的老板汇报了，说在

义乌有一个人会说英语，语言交流比较方便……我觉得出去也

还可以，在语言方面又方便，所以一拍即合。

B 在 1998 年前往沙特国王大学留学，在校结识沙特政商要人，通过

为他们处理对华经贸上的联络工作而积累了实务经验。他又是当时极少

数在沙中国留学生，受邀帮助义乌商人拓展在沙业务，推销一款水晶香

水瓶。在 B 顺利推销产品之后，他又受邀在毕业后合伙加入为其成立的

新公司，顺利走上经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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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C 来到同济大学建筑系留学，掌握熟练中文。毕业后 C 回母

国工作数年，但又于 2000 年回上海从事外贸。之后 C 在深圳等多地辗转，

最后在义乌落脚开创事业。而自身受益于语言优势，C 要求自己子女都

学好中文，其女儿还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汉语言专业，就连他的外甥

也在其建议下转学到浙江工商大学学中文。

（二）拓展社交网络

在许多职业领域，共同的文化兴趣、专业知识或教育背景是社交网

络中个体间建立联系的基础；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技巧让个体在

社交场合更为得心应手；参与文化类社交活动的能力和兴趣为个人提供

了扩展社交网络的机会；特定的文化资本可以增强个人对特定群体的认

同感，使其更倾向于与群体内部成员建立联系。

比如，掌握某些语言的特定发音是较高社会地位的象征，对跨国企

业家拓展关系有极大助益。B 曾分享一则轶事：

我去埃及主持节目的时候，下来的时候埃及文化部部长问我说

你是沙特的吗？我说我在沙特待过，他说听你沙特口音。实际

上，埃及的阿拉伯语截然不同。在发音上，沙特更接近普通话，

埃及相当于河南话……

具备双语能力、有着大学文凭的跨国企业家很容易从同行中脱颖而

出，更受他人尊重。B 就解释过高学历的社交价值：

我上国王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内政部长兼王储，当时给我们在毕业典

礼上披上……黑金边的那种黑袍……一种身份的象征……在他们国

家也比较受尊重，所以他们（沙特商人）天然地更相信我们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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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较高文化资本的跨国企业家们可以从异国生活经历中更深切地

体验和解读当地独特的社会文化，让他们在跨国商业活动中如鱼得水，

拥有隐性竞争优势。A 在创业初期选择外国合作人的方式就折射出他对

当地社会的深刻理解：

在沙特代表富裕的就是你家门口有几棵树……有钱浇树……很

小的树，平均算起来要 5000 块钱，你条件好到哪种程度就是看

你门口的树……

而避开对方的文化禁忌也是与外商社交中的重要一课，高学历、有

丰富外国生活经历的跨国企业家更具文化敏感性：

我请了 105 个（外商）包机包来，全部是政府掏钱去把他们接

过来入住酒店……我把沙特的老外带来会……赶快叫酒店……

把那些……酒类……全部清理……因为他们是很忌讳的。

（三）企业发展战略

文化资本是跨国企业家在制定和执行发展战略时的一个关键因素。

通过理解和利用文化资本，比如提供符合消费者的文化偏好的产品和服

务、制定有文化共鸣力的品牌营销策略、在文化多样性的商业环境中开

展国际化经营等，企业家能提高战略成功可能性。

酷爱字画、对传统文化造诣颇深的 A 曾和我们分享过他的“文化生

意经”，堪称利用文化资本的生动注脚：

所以说做销售、做生意不是你所理解的这种钱跟物的关系，是

因为你给这个世界附着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属性。很简单的，今

天一包纸，甚至上厕所的纸你都嫌这个纸太糙了……人家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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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包纸里面做成了过年烧香拜佛到上祖坟的时候，念一个经，

什么《金刚经》都念起来，还要做成元宝一样的东西，你要花

大价钱……为什么？你给了这张纸一种不同的属性，你赋予了

宗教……所以我们做贸易的人、做品牌设计的人一定会抓住一

种人文……都揉到产品里去。

而 B 的产品营销也受益于他的文化教育背景。他从一开始就规划品

牌化战略，抓住中东北非目标市场的文化特征，给自家的香水命名为“古

莱氏”。“古莱氏”是曾经统治麦加城的一支阿拉伯民族，穆罕默德与

后世哈里发均为古莱氏族。该词从“格尔什”一词转化而来，原意为“钱

币”，在阿语中意为“聚敛财富”。很快，B 的香水得到外国消费者的

认可，在穆斯林世界和古驰、香奈儿等品牌齐名。

五、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转化为政治资本

“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这一概念多见于政治学研究，指

个体或团体在政治领域内为影响决策、获得权力或实现特定政治目标所

拥有的资源和影响力。现有社会学研究对“政治资本”的认识较为模

糊，布迪厄（Bourdieu，1998）也仅仅将其视为社会资本的一个变种，

也并没有讨论其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之间的关系与转化。部分中国研

究学者则另辟蹊径，将“政治资本”认为是中国各级党政机关所拥有权

力以某些方式具象化的产物，比如官方信贷、官方背书、官方身份等

等，再根据一定标准将其赋予某些值得信赖的个体或团体（Ren & Liu，

2018）。本研究认为，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资本是在中国的跨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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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获取政治资本的基础条件，而水平较高且具有个人特性的文化资本则

会影响他们所获得的政治资本的类型。

（一）以文化传播为核心的统战工作

相比于另两位，A 是一位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淀颇深的跨国企业家，

在出海闯荡之前曾多年收藏经营书画文玩，赴沙经商之后也利用业余时

间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当他在义乌商界积累相当声望以后，

政府希望他能发挥他在中华文化上的学识，在海外、在商界开展相关工作，

因此邀请他担任中华文化海外促进会常务副主任。他曾介绍过他在这一

领域的大致工作：

我们中华文化海外促进会就是通过统一战线把我们在海外的这

些从商者发展起来，来传播我们的文化……我还是比较重量级

的，我们蒋部长亲自在党校点名我……专门针对这一块，统一

战线来讲好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经常给侨眷人员授课……给

留学生也上课……一定要讲中华文化跟西方文化差异的东西，

在差异当中找出一个公约数来。

A 也在统战部管理的世界义商总会担任秘书长，其中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当地文化的海外传播：

我们这里有一个义商总会跟浙江非物质文化中心去对接……我

的想法是为什么要到浙江非物质文化里面去，道理就在那里，

我们今天要把商贸业做起来，把义乌的这些东西做起来，离不

开文化属性的东西。现在不仅是我卖的产品给到你，一定要有

文化上的东西，比如我们义乌非物质的东西非常多，要把民间



127

社会科学杂志
Social Sciences Perspectives

第一卷／第三期

的某一个手工业的东西也会纳到非物质文化里去，这就提高它

的品牌意识，而且非物质的东西往往是要继承要传承的东西……

就由浙江非物质文化把你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里面去……列为是

非物质的时候，老百姓就会对这个东西关注，有了关注就会促

进商贸业的发展，商贸业发展的背后有资本的支撑才能够留住

发扬光大……把它拔高高度，关注到它，然后社会就对它认知，

认知就会为认知买单，买单的背后就是利益，利益才会带动再

往前走，因为它会有资本进入。

（二）以联络外商为核心的商界交往

B 因为曾经在穆斯林世界的核心国家沙特留学多年，所以在语言、

文化上有着其他人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按照他的话说：

能跟他们谈笑风生的不多，你们可能也学英语或者有些学阿语

的，但是不能给他们开玩笑……但我可以跟他们聊让他们笑……

凭借这一优势，加上 B 的业务涉及地产、农业、医疗设备、高精制造、

跨境电商等多个领域，已经担任义乌市政协委员的 B 经常受邀去和义乌

的各国外商协会交流：

阿拉伯人在义乌比较松散，也门商会、叙利亚商会，约旦商会……

名字叫商会，实际上政府没给他批……一些商人带头搞了个俱

乐部论坛，叫阿拉伯商人论坛，等于联合商会……我经常一年

给他们讲几次课，就讲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阿拉伯人不知道

我们电商发展，他不知道我们AI在发展，我就跟他们一起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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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外商治理为核心的调解机制

C 是某国商会会长，精通中英阿三种语言，在中国工作生活近 30 年，

早就是义乌的一张老面孔了。因为他热心公益，而他居住的金城社区同

样居住了数百位外籍商人和他们的家庭，因此负责金城社区日常管理工

作的同悦社工和当地派出所邀请他担任社区调解员，利用他的语言文化

优势帮助社区调解中外居民之间的矛盾纷争。C 解释了他担任这个工作

的优势：

我最初参与的调解工作大多数是因为双方因为信仰、风俗、文

化不同而产生的误解，有一些误解光靠中国的朋友是无法解决

的，他们可能不清楚其他国家的文化。而有些外国人觉得自己

人在中国，中国人肯定帮中国人，所以他们对于中国人来调解

也不理解和不接受，不容易达到调解效果。

而在义乌这个商贸城市，更常见的问题是跨国商业纠纷。因为义乌

盛行赊账贸易，经常会遇到外国的不法商人骗钱骗货的情况，而我国法

律缺少域外管辖权，追查这类商人的执法成本极大收效极低，很多时候

中国商家只能哑巴吃黄连。而这时候，拥有海外社交网络的外籍商人正

好有用武之地，C 也曾有帮助解决类似纠纷的经历：

那一次其实是双方之前沟通有理解偏差，那个叙利亚商人没有

收到自己想要的规格款式，而中国商家认定对方收货不给钱。

这个叙利亚人经常来义乌，不至于会做这样的事情，后来我出

面调解，大家事已至此，那边先处理积压货物，钱也马上给一

部分，后来就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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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 C 为义乌做出的突出贡献，义乌市政府也授予他多项荣誉。不

仅当地政府为他的人才绿卡申请背书，还邀请他参与旁听义乌的政协会

议，并为他开辟专门渠道向地方政府反映情况。

六、三种资本叠加推动制度调整

跨国企业家一向被认为是制度调整的催化剂。凭借在不同国家的商

业实践经验，他们逐渐具备了理解和适应各种制度环境的能力。这让他

们不仅成为连接不同制度的桥梁，还成为了把不同国家有相对优势的制

度引进、扩散到其他国家的一股变革力量。在商业界，他们会积极推动

新的商业模式、管理实践和技术创新；在政策界，他们会尝试调整现有

的法律和政策，以便于商业活动的进行。而他们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时

的行为决策一样可以促进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制度变化。

本研究发现，在中国要推动制度层面的调整变化，跨国企业家需要

综合利用其掌握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政治资本。首先，只有具备足

够经济资本的跨国资本家方能得到政府对其建言献策的重视；其次，只

有具备足够文化资本的跨国企业家才能更清楚准确地把握政策导向且更

有说服力地、有技巧性地表达自身诉求；最后，只有具备政治资本的跨

国企业家才有相当的政治合法性和专门的制度性渠道去反映他们的诉求。

我们以 B 在 2023 年参与政策咨询的一个案例为例：

年初网红经济学家吴某有个帖子转得很厉害……他说中国的沿

海港口城市集装箱堆积成山等等，一季度外贸完蛋了，这是吴

晓波的一个说法，那 4 月份又强势反弹，但按照他们那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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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这边忽悠完了，讲不通了，那然后就

要再给忽悠了。然后他们（指政府）就找我去了，这副市长政

协俩副主席来问，这个事儿是怎么弄，义乌是不是连着也跟着

完了。我说你们不要听吴瞎掰，因为他不懂……马云说过一句话，

你要听专家的，企业家听专家的，你肯定就把企业干死。因为

专家是对过去的事情感兴趣，企业家对未来的事情做预判，人

家各司其职的，他说的这个现象是有，但是不能解读集装箱是

比往年空置量堆积如山，增加了 300%……这个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他不看外贸，那么原因在 2020 年初因为疫情集装箱从原来

的一千二三到一千八九美金，一下涨到了 4 万到美国；到中东

国家，阿尔及利亚都 2、3 万美金，有些都超过了货值，你像地

砖瓷砖一个集装箱也就 4 万人民币，然后过海运费能达到十几

万，这种情况下，中国的 4 大集装箱生产企业像青岛哪里的就

开始拼命的加装加点的做，然后做的集装箱都已经投入到使用

中了，这是其一。第二个是集装箱清关的周期，以前的时候（指

疫情）……集装箱船不让你靠……原来的运输周期是 40 天的，

现在能变成 120天，你集装箱空着出去了回不来，周期变长了，

现在一放开周期变短……都回来了。第三个原因，对方港口原

来是因为疫情……对进口清不了关……现在正常了都……第四

个就是所有的船东，因为它是商业行为，说我搞这个船我要预

判哪个国家有货的，在中国一放开肯定会井喷式的增长，所以

这个时候船东都把空集装箱运回来了。这 4 个原因就导致了集

装箱空置率 300%，这是个正常的商业现象，并不影响一季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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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数据。我一季度就是一二月，这个是同比这个比去年是下

降了 0.1%，这个根本就没有下架，这是个正常行为……

从以上这段话可以看出 B 是如何综合运用三类资本来影响政策。首

先，B 自己从事外贸多年，有着广阔的商界社交网络，对外贸实务、业

界动态、国内外局势了如指掌，所以才能比政府、比学界更敏锐地、更

动态地了解市场趋势；其次，B 在表述他的观点的时候逻辑非常清晰有

条理，论据充分且有数据支持，对听者非常有说服力；第三，作为政协

委员，B 拥有一个具备高度合法性的政治身份，且有制度性的渠道和关

系可以直接向相关部门和机构反映他掌握的情况，从而能一定程度影响

当地政府对其所关切事务的决策判断。

但即使跨国企业家掌握并综合运用了这三类资本，也未必会导致制

度调整的结果。B 就有一些政策建议屡屡碰壁，直到最近才得到重视。

而如果说 B 作为中国人在推动制度调整方面有天然优势的话，以 C 为代

表的外籍商人要推动制度调整则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尤其是在文化资本

上的积累。他们只有更加充分地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才能和本地人做

到思维上的同频共振。C 曾和我们讨论义乌的外籍管理存在的不足之处

时说到：

我们之前反映了很多次……接触的主要是义乌市政府、外事办，

这些事情我们会跟他们反映……有时候人大也会邀请我们去参

加，有时候他们也会想听听外国人有什么用的问题，我们有这

个机会我们就会说……不管他们高不高兴都会说……有一些老

外只会说政府喜欢听的，有些老外像我，我会说实话……

而后，C 则从中某两国的历史友谊、古代中东和东亚帝国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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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西方文化霸权对中东和中国的妖魔化等视角论证制度调整的合理性，

并不时杂糅中医理论、一带一路战略乃至习总书记建党百年讲话等内容

来贴近中国受众。作为某国商会会长、二十年跑了一万个货柜的 C 无疑

是拥有极高的经济资本，在这番交流中他也展现了他在当地所拥有的政

治资本，但真正让人意外的是他为了推动政策调整所储备的文化资本以

及他在表达诉求的时候所展现出的高超跨文化沟通能力。相信假以时日，

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的一些合理建议将有机会得到地方政府的采纳。

七、结论和讨论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全球经贸网络

中的中国色彩愈发鲜明。跨国企业家群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

或缺的作用。案例中的三位企业家，凭借其文化资本优势在跨国商业活

动中展现了极强的竞争力，为他们在义乌乃至更广阔的平台上驰骋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本研究通过对义乌跨国企业家群体的深入分析，探讨了

如何利用文化资本影响当地政治经济制度的机制，进而从微观层面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

本研究指出，跨国企业家利用其文化资本，在跨国商业活动中不仅

捕捉机遇、建立信任，更是通过其独特的跨文化视野，推动了社交网络

的拓展和经营策略的制定。在商业实践中，他们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文

化环境，将个人的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价值。而结合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

他们在中国这一独特的经商环境中争取政府的政治认可。雄厚的经济资

本是他们获得政治资本的基础，而不同企业家所独有的文化资本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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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各自所获得的政治资本的类型。最终，通过三类资本的综合运用，

跨国企业家获得了参与政策讨论和制度设计的机会，帮助协同推动制度

层面，尤其是营商环境的调整。

通过三位代表性跨国企业家的深度分析，可以看出，跨国企业家利

用文化资本推动制度调整的过程是多维且复杂的。他们在政治、经济、

社会各个层面上的活动和互动，不仅影响了个体与企业的发展，也对所

涉国家乃至全球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们的影响力有其

局限性，但他们的努力和成就提供了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浪

潮中寻求自身发展道路的宝贵经验。

最后，本研究扭转了已有研究对跨国企业家群体在移居国创业经营

活动的过分关注，更多地凸显了他们对祖籍国各方面的影响。未来的研

究应更加深入的探讨跨国企业家如何在不同国家和文化环境中运用其文

化资本，以及这些活动如何影响全球经济和社会的演变。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全球化时代中国及其企业家的角色和贡献，对改革

开放四十余年的历史进程有更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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